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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文化记忆建构的

意义研究

邢永川

（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传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

一、马来西亚华人谱牒的历史与现状

谱牒的出现，通常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已经

被世界谱牒史所证实，马来西亚华人谱牒的产生也同样如

此。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认为：华人移民马来半岛的历史

早在18世纪或更早就已经开始。而事实上，华人移民马来西

亚究竟始于何时，尚无定论。而华人非口传谱牒在马来西亚

何时出现，同样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较早的谱牒是

《新江邱曾氏族谱》，这本族谱修于1862年、完成于1867

年，是由在当地（槟榔屿）经营了四十年的邱柳幼主编。马六

甲最后一任甲必丹曾达尊之孙曾清秀懂得华文，编撰了马六

甲曾氏家谱。这本家谱写于曾清秀逝世的1919年，从曾清秀

的祖父母、父母亲以及曾清秀自己开始记载，最后一代截至

20世纪30年代出世的玄孙辈。

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保存下来的清代时期马来西亚华

人的谱牒非常稀少，相关编修的历史记录也并不多见，这样

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逐步改变。

1937年，郑姓氏的马来亚和新加坡族人聚集到了吉隆

坡永春会馆，此次聚集主要是为开会商讨族谱编修的相关事

宜，在会后还成立了鹏翔郑氏旅外联谊会。这个组织由马来

半岛十名颇有声望的族人组成，他们的主要责任包括动员收

集资金来进行大规模普查，以及对族谱进行更新。

1946年，马来西亚沙巴州雅寄杨氏福利会成立，该会于

1953年第一次编纂《沙巴杨氏族谱》。被誉为锡矿大王之一

的胡日皆，曾经在马来亚受英国统治时期，利用回乡空闲，悉

心搜集公私族谱，遴粹甄误，自编家谱，传承家族文化，谱书

在1961年以《胡曰皆先生家谱汇集》为名出版。

以下是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中与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相

关的谱牒名录：

或许是因为谱牒的编修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作，它是对

人们精神和物质实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马来西亚华人谱牒

的生产并没有出现受众所期待的效果。

七十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郑良树博士开始涉

入马华历史的搜罗和研究；八十年代初期，他受美国犹他州

族谱学会之托，对华社各类家谱、史料、文献及纪录作为期

三年全面性的搜集，并制成微卷。在搜索的过程中，郑博士

“对华社史料文物的湮没及散佚甚感痛心，对华团不重视自

己的历史及文物尤感难过，对许多人将自己历史完全淡忘更

感悲戚。”[1]

谱名 出版时间
彭城刘氏迁殖诗巫族谱      1958 年

橫洋陈氏南洋支谱      1965 年
延陵吴氏宗谱                   1967 年

陈氏家谱      1974 年
雪兰莪黄氏宗祠族谱      1978 年

南洋马六甲沈氏志明堂家谱      1981年
沙罗越張氏宗谱  2014 年

摘 要：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全球谱牒资源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宗族沟通、文化认同等所

有谱牒共同的基本特征。文章通过对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的梳理，对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具有哪些

文化记忆意义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具有身份固化、重构过去、强化局部血

缘组织、后人尽孝、反思总结的文化记忆意义。深入分析这些文化记忆意义不仅是对海外华人华侨

谱牒研究实践的丰富，还对谱牒传播研究的深化和提升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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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二十年间，马来西亚华人面对着中华传统

文化在特定时空的变化，也在为振兴谱牒不懈努力。

2018年5月17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发布了一篇与马

来西亚华人姐弟9人寻根有关的报道。姐弟9人为完成父亲未

实现的愿望，结伴赴华寻根，并制作了大马版的族谱。

2006年2月，张文吉（69岁）受访时向《南洋商报》表

示，2年前，他开始整理记录家族族谱，目前已完整记录了

60、70％族人的名字，也就是328人。尽管他本人已移居加

拿大，他仍然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将族人的族谱完整记录，

并收集族员中各家庭脉络的故事整理成册，交予有兴趣接棒

继续整理的族人，让每位族人都可依据这一份族谱，追溯自

己的根，知晓家族成员，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中国报》2015年8月16日的报道，《林秋雅：亚洲人记

忆犹新》写道，马来西亚海南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雅指

出，总会已发函给全马属会收集家谱资料，让“马来西亚华裔

族谱中心”网站可更新马来西亚华裔族谱和家谱资料，让所

有关心马来西亚华裔历史，和有意寻根觅祖的家族和个人提

供方便。

另外，《南洋商报》2015年11月10日曾刊登了一篇关于

《马来西亚杨氏大宗谱》的报道。这篇报道称，《马来西亚杨

氏大宗谱》在主编杨国瑞、杨泉博士、杨新周的负责编修及

各州宗亲会理事会成员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四年的搜集资料

和编写已经完成，这本宗谱分九大编，共100万字。

2015年4月16日《南洋商报》报道，马来西亚邱肇基公

会总会长邱订春透露，该会将耗资逾百万令吉出版族谱，只

需要各地会员族亲配合，提供各自的族亲资料，完成这项族

谱工程。

2012年7月18日《南洋商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马来西

亚班丹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翁诗杰的观点：民族宗亲传统需

传承，追随时代步伐不脱节，每个族群或籍贯的族谱代表着

他们源远流长的历史及后代传承阶段，非常重要。“族谱显

示该族群每个阶段的发展，并可从排字中获知同宗的辈分，

也记载着该族群后辈的血脉流传。”他指出，至今年轻人忽

略族谱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族谱背后的意义。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

联合会总会长林家仪2018年5月15日接待新加坡族谱学会主

任赵苑伶一行人时说，该会也成立了族谱小组，马来西亚是

新加坡的邻国，因此希望在族谱方面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及合作。

二、文化记忆下的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

谱牒，一种记录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其通过各种记忆

构建的形式维系了宗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并帮助宗族成员定

义自身，建立身份认同。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全球谱

牒资源的组成部分，与中国谱牒的关系密切，不但继承了中

国谱牒的传统内容，在宗族记忆构建形式上还进行了一定的

发展，使得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和家乡的宗亲联系在一起，减

去了离乡后的文化疏离感和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感。因此，这

种宗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是相关联的，其实是一个群体文化记

忆表征。

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

赫提出，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

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

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基

础上将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指的是

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起来的记忆，交

往记忆的承载者是个体，其存在和延续的手段是口传。[3]这

种记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代际记忆，它存在于日常互动和交

往之中，会在集体成员的交流和接触中产生，但也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慢慢被磨灭，在持续的时间上是有一定的限度

的，不会超过三代人的时间。而文化记忆则是被抽取出来、

对象化，然后存储在一些象征形态当中，后者不同于听到的

言语或者看到的姿势，它是稳定的、超然于具体情景的，它们

也许会从一种情景转移到另一种情景中，从上一代传承给下

一代。[4]也就是说，文化记忆是群体“制作”的一种记忆，它

将仪式、图像、文本等“东西”作为媒介，在与这些媒介的互

动接触中触发群体成员的记忆。因为文化记忆不同于日常交

往，是以各种象征符号形式存在，所以其能够进行大范围的、

长时间的传播。

从两者的定义来看，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最主要的区别

是记忆内容是否以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谱牒作为宗族内部

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其本身不“拥有”自己的记忆，但因为

在编纂的过程中谱牒被注入了关于家族、关于个人的记忆，

所以它成为了宗族成员记忆的提示器。因此，谱牒其中就蕴

含着文化记忆，而且它也是一种文化记忆凝结的外在传播媒

介。和大多数谱牒一样，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华人宗

族内部的传播媒介，在其编写过程中，反复地使用了过去的

文本，并有选择地选取记忆进行符号化编码，构建群体共

通的意义空间，以此让宗族成员们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家族记

忆，从而在身份和情感上都能找到归属。因此，马来西亚华

人华侨谱牒其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传播媒介。

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全球谱牒资源组成部分，它

具有谱牒宗族沟通、文化认同等共同的基本特征。但在文化

记忆的视域下，谱牒作为文化记忆传播媒介的一种，必定会

携带有与文化记忆相关的基因，具有身份固化、重构过去、

强化局部血缘组织、后人尽孝、反思总结等文化记忆功能。

本文就旨在文化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马来西亚华人华侨

谱牒如下的文化记忆功能。

（一）身份固化：确立和巩固华人华侨身份的手段

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过

保存世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

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

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5]

人们如果想要确立并巩固自己的身份主要依靠于自身的

记忆，相似地，一个集体的集体成员想要产生并确认关于集

体的身份，同样需要依靠集体的记忆。由于集体记忆不是以

神经元为基础，因此只能以文化取而代之，一种强化身份的

知识综合体，例如神话、歌曲、法律等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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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框架会催生出个人的认同，但

这种认同不一定与集体相关。当集体使用一些外部事物将归

属感植入到成员的意识中去，例如仪式、建筑等文化媒介，

一个“我们”的认同便会产生，这正是文化记忆媒介的重要

功能。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不但可以确认和巩固

关于集体的身份，还可以在“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记住什

么”的问题上，与其他集体成员产生共识，这样集体成员在

面临攸关集体的命运的事情上，就会形成一致的想法，并会

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应对危机。

族群成员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存在着族群的文化记忆，

这会对后代产生影响。而文化失忆同样有可能出现在族群成

员中。在原生族群中，族群文化记忆常常是那些有关族群原

生要素的血缘、语言、文化、习俗等，人们常常用“我们从哪

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来警醒自己的文化记忆。由

此可知，文化记忆主要涉及的就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这种关于认同的问题。作为文化记忆传

播媒介的谱牒，为宗族成员确立和巩固身份这一文化记忆特

征尤为明显。在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编写的谱牒中，这个特征

会体现在谱序、贺词、传记等内容中，在确定成员身份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将“我们”的认同感植入到宗亲成员的个人

意识中。

雪兰莪江夏堂和马来西亚黄氏宗祠所编写的《黄氏族

谱》中，祖训提到“骏马匆匆出异乡，任后胜地立纲常，年深

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首诗在中国东南沿海

的谱牒中普遍出现，这种祖训，正好说明海外华人今日的认

同方向。马来西亚黄氏宗祠会长的发刊词中指出“窃思世事

倏变，时光不留，欲后辈永记根源，以微发其知说惜重，发扬

文化，即我宗人修编族谱之由也”。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生活

在马来西亚的黄氏宗亲们来说，日久他乡即故乡，马来西亚早

已是他们珍重的故乡。但为了能让后辈知道“我是谁”，为了

能把“我们”这个认同感植入到后辈的个人意识中，宗族成

员会选择使用族谱这一媒介向后辈进行思想的传播，为其确

立和巩固华人华侨的身份。在马来西亚《雅寄杨氏族谱》的

家规家训序言中，编者首先告诉族人：“吾杨氏乃中华民族之

一旺族，祖国历朝重要组成部分。”

（二）重构过去：内容随着实际情况发生变化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对于过去的回忆或是记忆，其

实并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进行回顾，呈现的形式其实并不表现

为按照时间顺序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而是对过去进行了重

构。文化记忆其实就是根据当前的现实社会需求，重新给过

去的记忆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谱牒作为文化记忆引起了人

们对谱牒编写的“当下”的关注。在“当下”的背景下，谱牒对

“过去”提供了特殊的解释和挪用，将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

联系起来，将谱牒重构的特性与编写当下的背景相结合，可

以解释谱牒具有流动性。[6]也就是说，谱牒中关于过去的回

忆与记忆，其实是谱牒所编写的一种“当下”，而非单纯地记

录的“过去”。作为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谱牒既是对宗族传

统和历史的传承与记录，还是在宗族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经过

深思熟虑而生产出来的，所以谱牒向宗族成员所呈现的内容

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可以因现实实际情况和宗族需要发

生相应的变化。

历史不仅仅是指关于过去的那些事实，更是指人们在记

载过去的事实时会有意识地进行选择，选择性地将不利于当

下的事实进行遗忘。对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的内容进行分

析，其实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来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经

过筛选的，是符合“当下”时代需求以及编写人员的个人意志

与宗亲成员们期望的，并且内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编写谱牒当下的社会环境、政治形态以及权力格局的。

例如，在许多华人华侨编写的现代谱牒中可以看到很多

旧谱的谱序，特别是国内旧谱的谱序，编写者选择将这些旧

谱的谱序完整地抄录在新的谱牒中，其实就是在对宗族的历

史进行重新塑造，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形象来告诉族人以及后

代子孙自己的宗族来自中国，且拥有悠久的历史，这是一种

强化身份认同的策略。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族群，他们时常被马来人视为潜在的威

胁，华人在这个国度中始终面临着一个身份认同、转换与冲

突的问题。

另外，谱牒中除了会列举以前科举、仕宦的名单、图像、

荣誉史外，还会选择列举出当下极具才华、能为宗族带来荣

誉的精英，以及极具财力，为建造宗祠、编撰谱牒等大事捐

资者的成功人士的个人发展史。正是因为他们的苦读经书和

努力经营，才能把在马来西亚饱受磨难、势单力薄的宗族推

向一个个发展高潮。这一方面可以增强宗亲成员对于宗族的

认同感和骄傲的情绪，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精英发展史、荣誉

的内容可以透露出宗亲成员对于成功人士们价值观、人生观

的期望。因此，也可以说谱牒有选择地只呈现成功精英人士

的光荣史，而选择遗忘不好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影响宗亲成

员的思想与行动，帮助他们在被抑制发展的马来西亚现实社

会中更好地生存。

（三）强化局部血缘组织：文化记忆与局部血缘团体组织

相关联

扬·阿斯曼认为和亡者联系在一起的回忆是文化记忆的

最初形式。[7]谱牒诞生至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实与亡者

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记忆形式。但谱牒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不

同，其主要在宗族内部流通与使用，是宗族成员了解先人、获

取宗族记忆、与其他宗族成员构建联系、获得归属感的重要

接触媒介。因此，谱牒其实是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提

到谱牒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各类宗族组织，而说到某宗族自然

也会想要通过谱牒这一传播媒介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

说谱牒最重要的一个特性便是与宗族组织紧密相连，难以切

割。与此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

也就是说无论是多么个人化的记忆总是与某一个人、某一个

组织、某一群体相关联的，那么作为记忆形式之一的文化记

忆也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同样是与个人、组织、群体相关联

的。

谱牒作为文化记忆媒介，其中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其实

都是与宗族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多数家族编写

家谱往往会以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领头，家族成员组成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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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组织的形式负责收集、核查、编写信息，最终形成

属于自己的宗族谱牒实体。其中，参与家谱编写的人员，以及

家谱内容所涉及的家族成员都具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也

就是说，在中国谱牒这一文化记忆媒介是与血缘宗族联系在

一起的，其所有的记忆都是与有血缘的宗族成员相关联的。

但在马来西亚情况却有所不同，马来西亚《中国报》的一

篇报道曾指出“海外华人，有其异于原乡的环境，为求生存互

助，故此讲求结社，在缺少同宗人，但又需要壮大宗族团体

的要求下，在成员方面就无法特别讲究血缘关系”“只要是

同一姓氏之人，不论有无血缘关系，皆视为同宗，共同组成

局部血缘团体，主要以宗亲会和姓氏公会为主”。也就是说，

与中国以宗祠、以各房等由血亲组成编写委员会不同，马来

西亚华人华侨若是要编写谱牒，多以局部血缘团体为组织。

从这也可以知道，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传播媒介不再

是在完全有血缘关系的宗亲成员之间传播，而是成为这种不

完全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会团体的内部传播媒介，其里面所

凝结的文化记忆也不再单纯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往往会跳

脱出血缘的限制，会以姓氏、地区等为基础。

例如，雪兰莪彭氏联宗会主导编写了《彭氏源流联宗

谱》、砂罗越彭城刘氏公馆主导编写《刘氏族谱》、雪兰莪江

夏堂和马来西亚黄氏宗祠共同编写的《黄氏族谱》等。《马

来西亚沙巴华北同乡会族谱》更是突破了中国传统谱牒的束

缚，以华北南下北婆罗洲的祖先为基础，回顾了华北同乡108

户的历史以及各家族的发展和族谱。这些成为文化记忆载

体的谱牒均由局部血缘团体所编写，其中的记忆不再局限于

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甚至跨越了不同形式、不同地区进行

回忆，其中的文化记忆内容都与局部血缘团体紧密结合在一

起。

（四）后人尽孝：对死者进行满怀敬意的纪念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的人类学内核是死者记

忆。意思是说生者其实有义务在自己的记忆中记住死者的名

字，并尽可能使得其名字能一直不断被后人记住。阿莱达从

宗教和世俗两个维度对死者记忆进行了分析，将死者记忆

分为了“尽孝”和“声望”。尽孝是指后人的义务，保证对死

者进行满怀敬意的纪念。尽孝只能由他人、由生者为死者进

行。而声望，也就是说一种光荣的纪念，却可以由每个人生前

在某种程度上就做好准备。声望是自我不朽化的一种世俗形

式，它和自我演绎关系密切。[8]

在中国最常见的死者纪念便是祭祀，每年在固定的时

间，举行特定的仪式，通过重复举行仪式来触发后人对于先

人的回忆，以此将死者与后人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了死者

的“声望”能被一直记得，不会因后人的遗忘而消失，同时后

人“尽孝”的义务也能够实现。其实可以看出，死者纪念有赖

于生者的回忆，而谱牒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便是先人姓名、事

迹、著作等，是生者对于死者记忆的实体体现。毋庸置疑，谱

牒作为文化记忆传播媒介，是后人完成尽孝义务，对先人抱

怀敬意地进行纪念的一种物质载体。

其实谱牒延续至今都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希望通过

血亲传统的凝聚，达到敬宗的目的。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

作为中国谱牒的延续与发展，其必然继承了敬宗的功能，同

样会把谱牒编修与尽孝紧密相连。在马来西亚永春鸿榜陈氏

公会的网站中关于续谱缘起就有这样的文字表述：中华民族

素来重视孝道，华族对孝道的理解，不只是对健在的长辈尽

孝，也是对先人的感恩和纪念。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祖先一

无所知，将被视为忘祖，忘本之辈，让人瞧不起！

不但如此，在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的谱牒中，后人往

往会对族人迁徙到马来西亚的过程、宗亲会组织的成立发

展历史、同族名人志士的历史等内容进行详尽的记述，将先

人的姓名及其事迹和贡献记录下来，保证了先人的声望不会

被忘记且能够被后人知晓和纪念，从而达到死者记忆中的尽

孝义务。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曾在报道中提及《马来西亚杨氏

大宗谱》，“全书内容包括：杨氏族源辨析，杨氏血缘显祖

与弘农始祖传记，杨氏郡望与堂号，杨氏的迁徙分布与房号

支派，马来西亚杨氏宗祠的组织与发展，马来西亚各州杨氏

宗亲会的成立与发展史料（1840年迄今），马来西亚人物志

（1840年迄今），迁徙马来西亚的杨氏族人的过程与经济发

展，迁徙马来西亚的杨氏族人的繁衍谱系脉络。”由此可以

看出，在文化记忆的视角下，谱牒完成了死者记忆的义务内

核，在记忆中保留了先人的姓名与事迹，并使其尽可能地流

传于后世。

（五）反思总结：反思过去为宗族未来奠定基础

过去不是既定的，相反，它必须不断地被再构建、再表

现。因此，我们有关过去事件的（个体和集体）记忆能够呈

现为相当不同的模样。[9]也就是说文化具有普遍性，而记忆，

即便是文化记忆也具有不同的特性，因特定群体及其价值观

念而异，涉及不同群体的文化记忆可能其中会包含着不同群

体的价值观念。对于群体而言，其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不是

对以往的人或事形成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是把过去构建为能

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10]文化记忆中那些已经

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以及更深层次的引申义的内容，其实

不是单纯的知识，不是为了让群体成员获取知识解决眼下问

题的方法。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总结反思，是期望宗族成

员可以从中得到修身养性和安身立命的力量的总结反思性内

容。

以文化记忆的视角看待谱牒，谱牒已不再是单纯地记录

家族历史，而表现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时期不可或缺的文本、

图画和仪式的知识体系。因为谱牒中的内容往往包含着对族

人行为规范、指导的内容，引导族人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这

些内容多是根据过去进行总结反思，而形成的规范性内容，

体现了宗族对族人的教诲与期待。例如，有一些谱牒凡例明

确对族人提出行为规范要求，达不到要求的族人被剥夺上谱

的权利，有的族人即使已经入谱，如果违背族谱义例的规定，

也会在以后续修时丧失这种权利。[11]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而言，希望宗族成员能够从谱牒

中获取生存之道以及进步动力的期望更为明显。因为马来西

亚华人华侨一直以来经历了重重的苦难，无论是最初逃难南

下，艰苦创业站稳脚跟的老移民，抑或是已经成为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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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公民却未能在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获得相应权力的

新移民，他们都需要关于过去的反思总结，需要从中获得修

身养性和安身立命的力量，需要这样的力量帮助他们继续在

这个马来人作为执政者，马来族群更容易获利的国度，更安

稳地生活下去。

正如《砂罗越张氏宗谱》序言中对宗谱的解释，“作为一

种历史的见证和教育，我们不希望后代子孙，活在历史的空

白中，而忘却了先祖先辈的告诫和期盼。因为历史的意义，在

于使人认识时代的演进过程；而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使

人面对未来和做出选择、判断时知所取向，另一方面在于使

人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摆脱历史的困境和曾犯下的错误”。

马来西亚华人华侨在编写谱牒时不但会对过去自己宗族的迁

移史进行介绍和总结反思，还希望谱牒能帮助自己的宗亲去

更好地了解宗族，以及进行相关的总结反思，从而获得摆脱

过去苦难的力量，谋求更好的生活。

三、结语

借助文化记忆理论对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建构的意义

进行考量，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了一定的文化记忆共性。

首先，无论个人或集体在进行身份确认时都必须依靠记

忆，因此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是无法切割的，文化记忆对于

集体而言，其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帮助成员进行身份认同。作

为文化记忆媒介的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其承载的内容必

定与身份认同密切相连。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通过记载过

去，让宗族成员知道了“我因为选择性记忆，才使得马来西

亚华人华侨谱牒承载的不再是“历史”，而是是谁”，同时构

建出宗族共同的记忆，让宗族成员找到归属，知道“我们是

谁”，完成了身份的确立与固化。

其次，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最显著的文化记忆共性之

一便是选择性记忆，选择性记忆被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

迪厄、拉塞尔·雅各比、保罗·福塞尔、马丁·海德格尔各自从

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而按钱伯斯的观点，记忆与权力和遗忘

的关系极大。谱牒作为一种文化记忆产品，其中哪些被强化

记忆，哪些被有意遗忘，一定与特定组织（家族）的掌权者的

思想密不可分。也正是个集体的“记忆”，并且这些“记忆”

还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引申含义，能够帮助宗族成员

获得安身立命的力量。

另外，由于谱牒作为媒介的传播特性，以及马来西亚华

人华侨宗族组织的性质，让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所呈现

的文化记忆不再完全与有血缘的宗亲相关，更多的是与局部

血缘组织产生关联。血缘不再是谱牒文化记忆中的基础，姓

氏、地缘都是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的基石，打破了传统的

血缘限制，为谱牒的编修提供了更多的新可能。

最后，从文化记忆看，后人有义务对死者进行纪念，马来

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便是后人完成纪念的媒介。无论是何种死

者纪念都依赖于生者的回忆，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在内容

上成功地将生者和死者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不但承载了生者

种种回忆，还将死者姓名记录下流传给一代又一代。也可以

说，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作为死者纪念媒介是其重要的文

化记忆特征之一。

台湾世新大学的学者胡绍嘉，在2015年8月第九届世界

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华人传播

研究的新取向：家庭故事及其意义》指出：社会记忆与身份

认同之关系对于华人社会的传播学而言，尤其有重要意义，

且为当务之急。[12]总的来说，许多学者都将谱牒作为历史文

献、档案进行研究，较少人从传播媒介的角度对谱牒进行研

究。深入分析马来西亚华人华侨谱牒的文化记忆意义不仅是

对海外华人华侨谱牒研究实践的丰富，还是对谱牒传播研究

的深化和提升。

基金项目：论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基金项目：论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

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华人华侨谱牒跨文化传播研究”一路背景下东盟国家华人华侨谱牒跨文化传播研究”

（19BXW075）阶段性成果。（19BXW07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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